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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 中国分享第二波
全球化红利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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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 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南京 210093)

摘 要: 中国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第一波经济全球化，其内核可以概括为“利用别国的市场用

足本国的低端生产要素”。这一波全球化的红利已经透支。中国加入或者参与第二波经济全球化

的发展战略，是要在扩大内需条件下实施深度全球化战略，或者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这

一波经济全球化特征，可以概括为“利用本国的市场用足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利用其创新

要素发展本国的创新经济”。抓住第二波经济全球化机遇的目的，既是为了中国与世界的再平衡，

消除世界经济下行趋势下我国过剩产能的困境，更是为了利用国外经济危机给中国引进高级要素

所带来的加速发展机遇，大力发展创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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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无疑已经成为二战后经济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之一。全球化为

中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了宝贵的机遇，使中国能够利用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迅速成为世界工厂。
但是自从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作为典型的大国经济，中

国需要与世界经济进行再平衡。过去那种以低端要素加入全球价值链、基于出口导向的第一波

全球化发展的红利已经透支，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亟须要转型升级。
对经济全球化战略进行转型升级，并不是像舆论所说的那样，中国应该回归自力更生的内向

型经济，恰恰相反，我们需要进一步利用世界经济危机给中国提供的黄金机遇，在机会稍纵即逝

的时刻，及时启动中国第二波加入或者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这就是要在扩大内需条件下

实施深度全球化战略，或者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这是中国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背景和

条件下，全面获取新的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最根本战略。
“十二五”规划提出我国要建设名列世界前茅的内需市场。这个战略目标并不意味着中国

放弃经济全球化战略，更不意味着回归过去的闭关锁国政策，而是要把扩大内需与实施新一轮的

经济全球化战略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利用内需市场与全球市场之间的关联关系，最大限度地吸收

和利用全球高级创新要素，服务我国以创新驱动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转型升级进程，从而加速我国

达到全面小康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宏伟任务。
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虽然是我们对中国发展趋势和要求所做的一个较新的事实归

纳和提法，但它并不是一个新的经济现象。目前全球人口和潜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发达国家，基本

上都属于这种经济形态。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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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第一，美国民众的收入水平高，购买力强加上人口众多，这些都使美国的最终需求规模一直

处于全球最大的地位，同时也是形成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市场驱动型的全球市场治理者的主

要条件; 第二，强势的国内市场需求加上其他非经济因素，塑造了长期的强势美元地位，诱使全球

生产要素向美国流动，导致了全球其他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对其进行大量的出口，使美国可

以长期获得低成本的要素和产出品; 第三，美国因国内市场巨大和吸引力强，成功机会众多，也是

吸收全球各种要素尤其是高级创新要素力度最大的国家，如美国就是当今发达国家吸收外国直

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顶尖人才富集度最高的国家。
美国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其自身的条件和复杂的背景，如消费文化

和政治军事实力等。但是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无疑是中国作为大

国经济的主要发展战略。本文将对这一战略的基本背景、内涵以及政策取向等问题进行剖析。

一、中国必须尽快启动第二波全球化战略的基本背景

上世纪 80 年代尤其是 1992 年以来，中国坚定地走开放经济的道路，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紧抓

加入 WTO 的历史性机遇，利用自身优良的投资环境积极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大力吸收外国直

接投资和发展加工贸易。全球化放松了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硬性约束，不仅直接推动了贸易

的增长和经济发展，而且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使自己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

者之一，中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我们把由此获得的增长称为中

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
从要素流动的角度看，中国参与的第一波全球化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征，这些特征既表现

为中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关系的变化，也是我们现在亟须要转换全球化战略的主要理由。
第一，中国是资源最匮缺的国家之一，但同时却在全球价值链低端成为世界物质资源消耗的

大国。在完整的商品和服务链条中，物质资源消耗和占用主要发生在加工 /制造 /装配 /生产环

节。中国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中国必然是接受和转移西方消耗的主要国家。即使中国原来的资源

消耗总量不变，随着西方世界通过产品内分工的形式把那些高消耗、高占用的生产环节向发展中

国家的转移，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消耗和占用的水平也会不断提升。西方发

达国家解脱了高消耗和高占用环节后，专注于价值链高端的研发和设计、品牌和营销环节，而我

国被锁定在卖劳力和拼消耗的生产加工环节，其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进程，必然体现为主要依靠

物质消耗和占用的粗放发展方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总局副局长魏传忠指出，2001 －2010 年，世

界品牌价值咨询机构发布的全球最有价值的 100 个品牌排行榜中，均没有中国品牌入选。另外

目前国际标准有 24 807 项，而中国主导制定的只有 103 项，仅占 0． 42% ( 王俊秀，2011) 。
第二，中国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同时却作为穷国在为富国进行大量的

直接和间接融资。中国外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 年 6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 3 1975 亿

美元，占对外金融资产的 69% ; 2011 年 6 月末外国来华投资 15 838 亿美元，占对外金融负债的

60%。这充分说明，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的结构分布较为集中，其中对外金融资产主要集中

在政府部门，以外汇储备为主; 而对外金融负债主要集中在私人部门的直接投资( 聂伟柱，2011) 。
这一格局的直接和间接的融资效应主要表现为: ( 1) 通过吸收 FDI 在全球价值链底部进行国际代

工，这种依据低端要素的竞争性出口不断地压低出口价格，降低了作为进口国的富国企业尤其是

高端制造业的投入成本; ( 2) 中国接受富国的制造业外包，减少了富国对工厂设备等固定资本投

资，降低了这些富国的资本形成率; ( 3) 对富国低价消费品的出口，等于变相地提高了富国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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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水平，使其可以在维持生活水平不变甚至提高的基础上，把收入更多地投资于各金融资产;

( 4) 富国制造业由此可获得更高盈利，并把其投入并购和分红等资本市场的虚拟经济活动; ( 5)

中国出口的外汇所得没有用于购买原材料和机器设备，而是通过不断地购买富国发行的国债甚

至风险更高的金融产品而回流富国。一方面过多的出口收汇引起国内高比率的人民币投放，导

致国内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又变相助长了富国的金融泡沫，同时使自己的外汇形态的

财富处于不断被贬值的危险境地。
第三，中国作为“世界底层的操作工”，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抢占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中腾出来的低端就业岗位，但是在高端劳动力市场，却为富国创造了大量的对外需求岗位。全球

化其实是对各国就业岗位的争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地位使中国广大的“世界操作工”得

到了充分就业，但是却丢失了对高端就业岗位的需求。与此同时，西方富裕国家却一味认为中国

的出口毁坏了它们的产业基础和就业基础。如在一篇有很大影响的论文中，Autor 等人( 2011) 就

认为，从中国进口商品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以下的“副作用”: 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与美国同类商品的

制造业就业、各地劳动力市场就业负相关，降低了相应岗位工资水平，政府对失业、医疗保障支出

上升。他们把其称为美国得了“中国综合症”。其实，这种情况也可以反过来看: 一方面，这种进

口给美国产业结构带来了低成本的调整机会，同时也使中国失去了吸收产业升级所必需的高级

要素的机会!

第四，中国制造业是对西方技术最强烈的需求者之一，但却对本国的自主创新产生了挤出效

应，使中国制造业长期缺少“心脏”和“脑袋”。长期以低端要素生产和出口导向的国际代工，使

中国制造业企业无需投资于研发设计和品牌网络也能取得相对“满意”的利润率。一方面，中国

自身的研发产业和重装备工业因缺少需求无法生存，被西方技术不断地挤出; 另一方面，这种“温

水煮青蛙效应”又使其逐步地得了两种病，一是心脏病，缺少核心技术，核心技术大多掌握在发达

国家跨国企业手中，中国制造只能引进和高代价地利用人家的技术，或称为“心脏移植”。二是神

经病，指“中国制造”的智能化水平较低，软件开发和应用水平落后。
从总量平衡的角度看，今后欧美在消费上的“去杠杆化”与中国在生产上的“去产能化”，可

能是两个并行的、交互影响的必然趋势: 前者要求欧美国家增加储蓄，降低过度的消费，后者要求

我国压缩或消化过度的生产能力，尤其是传统低附加值产业的产能。因此中国与世界经济再平

衡的核心问题，就中国政府可以掌控的政策工具而言，实施扩大内需策略是实现“去产能化”的最

佳方略，由此必然要求中国走依靠扩大内需支撑经济发展的道路。但是问题远非这么简单。
首先，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中存在着“三个比重低”的不良格局，即民生性投入比重低，服务

业比重低，中等收入者比重低，这是中国内需难以扩大的需求方主要的原因和结果。这导致投资

驱动型增长模式的自我强化，不断累积巨大的过剩产能，加强了增长对出口导向的依赖。当遇到

外部危机时经济必然下行。不解决三个比重过低问题，上述简单恶性循环又会出现。我国“十二

五”规划已经将扩大内需战略放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2012 年我国在“稳中有进”的总基调下，

宏观经济政策取向首次将扩大内需提到战略基点高度，首次提出要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特别

是，首次将发展实体经济放到重要位置，强调要抑制以房地产为主的虚拟经济，将资源引导到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但是由于中国解决经济中存在的“三个比重过低”的不良现

象和问题，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奋斗，因此从短期来看，稳定外需还是保增长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第二，目前中国政府面前的严峻现实问题，不是要不要扩大内需，而是如何扩大内需、如何在

扩大内需的过程中顺利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扩大内需表面上的决定因素在

需求方，因此似乎我们解决了收入倍增、分配不均衡以及消费的软硬件基础设施问题，就自动解

35



南
京
大
学
学
报
︵
哲
学
·
人
文
科
学
·
社
会
科
学
︶
二
〇
一
二
年
第
二
期

当
代
研
究
系
列

决了扩大内需问题。其实，即使我们顺利地解决了需求面的问题，也不等于说就可以顺利地解决

本土企业的市场需求问题。真正的难题是在中西方技术水平落差较大的前提下，对中国需求问

题的解决，其结果更多的不是扩大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而是扩大了对西方过剩产品的强劲的需

求，甚至是对富国奢侈品的需求! ① 因此长期来看，如果不把扩大内需与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

不提升中国文化自身的自觉和自信能力，不提高中国本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本土的过剩生

产能力既无法在出口导向中消化，也无法在扩大内需中消化。
第三，中国现在内需不振的问题，既是需求方的问题，更是供给方的技术水平问题。从微观

上说，没有疲软的市场，只有疲软的产品和技术。因此解决自主技术创新问题，才是中国扩大内

需的长期、根本的问题所在。过去我们通过技术购买和引进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学习和模

仿为主运用西方技术进行产业升级，但是“以市场换技术”道路存在着重大的局限性，主要是市场

换不来真正的高技术。由此很多学者和官员主张国家要加大对中国本土企业的 R＆D 投入和自

主品牌的营销投入，坚决走“自力更生、自我创新”的道路。其实，与中国绝大部分重化工业发展

道路一样，单纯的“自力更生、自我创新”战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强烈的封闭经济色彩，

很难收到像过去那种不计成本的军事工业发展中的那种实际效果。更多的竞争性民用产业的发

展，还是必须遵循市场化原则，在开放的全球竞争中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高级要素，包括来自西

方世界的可以利用的技术、知识和人才，在我方控制下逐步形成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中国经济需要在扩大内需中完成转型升级的四大行动。( 1) 产业结构转换，建立以服

务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推翻以土地财政为支柱的经济体系; ( 2) 需求结

构转换，把出口导向型经济改造为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 ( 3) 区域结构协调，从根本上扭转东中

西三元化发展格局，缩小地区和城乡差距; ( 4) 体制创新，要打破政府主导的发展态势，建立以市

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相互关联的四大行动必须相互配合共同推动。但是应该看到，作

为经济发展的引擎，需求结构的转换作用是基础性的，也是最为关键的。如因服务业的可贸易性

差，在出口导向型全球化战略中，制造业增长就受惠于全球市场而服务业发展受到抑制; 而当转

向内需之后，本地化特征为主的服务业就会得到市场的支持。再如在出口导向型全球化战略中，

因“冰山成本”的制约，国际贸易首先发生在沿海地区，因此地区间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扩大，

与地理位置有直接的关系，那些远离沿海大城市的地区发展就会滞后; 而当转向内需之后，因国

内价值链的作用会使地区间的发展差距逐步压缩。

二、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 第二波全球化战略的基本内容

就学理上说，扩大内需战略并不反全球化，更不会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行动相冲突。“扩大

内需”指的是利用国内市场，它相对于扩张外需和出口导向而言，与是不是参与全球经济的循环

进程没有直接的关系，即扩内需既可以开放的方式进行，如进口国外要素在国内加工并在国内外

销售; 也可以封闭的方式进行，如在国内完成产业链的整个价值增殖过程，不与国际经济发生任

何联系。“经济全球化”指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经济趋势，是要素跨区域的、无经济疆界的流

动，它只与自力更生经济中要素的封闭流动相对立。因此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其实就是强调

利用全球优质要素发展自己。在开放条件下，因大国经济的内需潜力大，一般都属于“基于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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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宾利高级轿车 2011 年的销量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次佳水平。宾利在中国的销量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 1 839 辆的创纪录

水平。中国首次超过英国，成为宾利第二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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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经济”形态，而小的经济体，如新加坡、韩国、台湾等，因人口规模限制的内部市场容量无法

消化达到规模经济产量点的供给量，因此一般都是属于“基于出口导向的全球经济”形态。
客观地说，像中国这样有着巨大市场潜力的大国经济，不可能长期实施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

全球化战略，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容纳中国这么巨大的生产能力的长期出口，更不可能

完全放任本国的产业长期处于中国廉价产品的激烈竞争中。中国逐步回归“基于内需的全球经

济”形态，只是在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修正自己的经济系统运行的偏差和单一的无法持续的经

济行为。总的来看，第二波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与第一波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之间，

除了在市场需求方面不同外，在基本的战略内容上有根本性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战略的前提不同。中国所参与的第一波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主要的前提是低

端要素价格具有比较优势，是在国内收入水平较低、国内需求不足以支持高经济成长速度的要求

下，我国的低廉生产要素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本土对低端要素需求强而对高端要素需求弱，

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廉价制造工厂、自主创新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主因。而第二波基于内

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其主要前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主要表现在要素价格正在逐步上升，低端

产业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我们再也不能以牺牲劳动者利益、消耗和占用巨额的资本、破坏

国内生态环境等非均衡发展来补贴外国人。向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必然提高原本应该提升的

生产要素价格，从而使低技术、低附加值和高消耗、高污染的产出丧失竞争力。因争夺内需市场，

本土企业会产生对高级要素的强大需求，同时要素价格不断上扬压缩低端产业的生存空间，就会

出现创新驱动、生产率上升、服务业大发展趋势。因此第二波全球化的主要前提是提升要素的质

量和生产率，而不是单单凭借要素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
第二，战略的目的不同。改革开放当初，出口的目的是为了换取紧缺的外汇以进口急需的设

备或原材料; 后来我国在资金比较充裕，特别是我国外汇储备已居世界第一，国内流动性充裕，经

济建设已经“不差钱”的背景下，继续维持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战略，则更多是为了解决国

内过剩的生产能力。总的来说，其战略目的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利用别国的市场用足本国的低端

生产要素”，国内市场的缺口通过出口解决。第二波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的目的，可以概括为

“利用本国的市场用足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利用国外的创新要素加速发展在中国的创新

型经济”，①国内技术的缺口通过内需吸引国外的要素流动来解决。这说明中国抓住第二波全球

化机遇的目的，既是为了消除世界经济下行趋势下我国过剩产能的困境，更是为了利用国外经济

危机给中国引进高级要素所带来的加速发展机遇。
第三，战略的核心内容不同。第一波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初期是为了顺利实施“进口替

代”战略，争取国外的资金和外汇用于国内机器设备的进口，虽然从实际运作中也得到了国外的

技术和管理等要素，但是这并不是战略最初目标。1992 年以来，战略的核心内容逐步演化为“通

过吸收 FDI 企业来增进出口”，以及“用市场换技术”。事实上，让出市场换技术不可能吸收到国

外真正的高新技术，出口所争取到的外汇也不可能买到国外的高科技，否则我们绝不可能放任形

成现在的将近 3 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第二波全球化战略，其核心内容要在扩大内需条件下

实施深度全球化战略，其深度主要体现在为了更多地争取全球高级的创新要素，提高对创新要素

的全球配置能力，加速发展我国的创新型经济。具体体现为至少以下几点。( 1) 利用大国经济内

55

① Krugman( 1980) 提出的“母国市场效应”理论( home market effect) 可以解释在一个存在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世界中，那

些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将激励企业选择在该国家从事生产活动; 一个较大的市场会吸引更多生产差异化产

品的企业; 并且由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缘故，一个国家会倾向于出口迎合本国需求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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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市场规模庞大的“虹吸效应”，进一步吸收全球创新要素，为我国产业升级服务; ( 2) 利用内需

市场的规模效应，形成出口的差异化和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提升出口的档次; ( 3) 利用内需市场的

规模效应，发展中国的巨型跨国公司，培育价值链“链主”，形成全球性垄断竞争格局。
第四，战略的路径不同。以低端要素加入全球价值链是第一波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

的基本路径。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治理者利用研发设计优势和网络品牌优势，向处于价值链

低端的中国企业发包。贴牌生产的中国企业为了满足外国消费者的需求，经常采取进口国外机

器设备和技术等方式扩大可供出口的生产能力。这是中国消费品出口激增而国内装备工业因缺

乏市场需求不断衰退的主要原因。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基本的路径则是要求企业加入

或形成国内价值链，①或在此基础上形成全球创新链，即国内巨型企业或中国跨国公司处于价值

链高端的治理者位置，它们根据市场需求( 包括国外市场需求) 和自己主导的研发设计向国内外

企业发包，使全球生产要素供给企业成为自己的供应商或形成全球供应链，然后把产出向全球销

售。显然，形成和利用国内价值链或全球创新链是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路径。
第五，战略的实施方法不同。中国第一波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在对境外的经济要素

的利用方式上，主要是招商引资和“引进来”，依靠低劳动成本、以高资源和高环境投入为代价，仅

居于价值链底部利润最薄弱的加工制造环节。从发达国家角度看，是它们的低端加工制造环节

向中国的发包，或中国对发达国家制造业外包订单的接包。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基本的

利用境外经济要素的方式主要有这几种: 一是“走出去”，即通过海外设厂或者海外并购等方式，

以资本的控制力为突破，有效提升对海外经济要素的整合能力和掌控高度，争夺利润丰厚的技

术、品牌、渠道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实现发展方式转型; ②二是利用国内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和规模

效应的支持，发展逆向外包，吸收外国高级要素为我所用; ③三是建设各种内需平台，如以事业平

台吸收海外高科技人员加入我国产业高级化进程的研究开发等。
第六，战略所依据的产业内容不同。中国所参与的第一波全球化，因对低端生产要素拥有的

比较优势，因而得以迅速成长的产业主要是可供出口的加工型劳动密集产业，依赖的主要是重化

工业、房地产业的成长，加剧的是对投资拉动的依赖。在依靠内需的第二波全球化中，中国不仅

要依靠创新要素促使制造业崛起，要成为世界先进的制造大国，也要使现代服务业崛起，尤其是

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密集的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崛起，形成以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现

代产业体系。以制造业崛起为例，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强国，一要靠汽车，二要靠高铁，三要靠飞

机，四要靠重型机械。目前国产汽车处于爬坡阶段，飞机制造业还刚刚起步，重型机械只有个别

领域走在世界前列，高铁则逐步超越发达国家。如果这些产业在爬坡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国际先

进技术和人才的支持，无疑将会大大缩短中国的赶超进程。为了让世界先进国家成为“中国制

造”和“中国创造”的要素供应商或供应者，把中国市场规模首先发育成名列全球前茅的世界性

市场，是最基本的条件之一。
综上所述，中国参与第二波全球化战略的重点，在于在转换需求结构的过程中，利用内需市

场的吸引力促进企业从加入全球价值链( GVC) 走向加入全球创新价值链( GIVC) ，在开放经济条

65

①

②

③

关于国内价值链的论述，可参见刘志彪、张杰( 2007) 。
基于内需可以获取高端技术和要素，我们可以举一个案例。2011 年初民营企业江苏金昇机械有限公司出资 1 亿欧元并购

德国 EMAG50%股权，后者具有 140 年历史，是欧洲第三大高端数控机床制造商，其产品 60%服务于奔驰、宝马、保时捷，有

200 多项国际专利。按计划，并购后双方将注册 6 000 万欧元，在江苏省金坛市设立 EMAG( 中国) 公司，项目总投资 49 亿

元人民币，直接引进 EMAG 全套的领先国内 30 年的技术和生产设备，建设产出 3 000 万台高端机床的亚太制造中心。
这个概念的提出，可以参见刘丹鹭、岳中刚(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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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发展创新经济。GIVC 概念的提出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但是仔细地描述和分析这个 GIVC
却是我们以后研究的任务，这里仅仅指出这几点。

第一，从 GVC 走到 GIVC，可能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 GVC 走向 NVC，国内本土企业从供

应商角色转型为发包商角色，从 GVC 中的“被俘获者”站在了 NVC 中的高端，是价值链的治理者

和控制者; 二是 GIVC 在国内价值链( NVC) 的基础上通过开放的全球化战略形成，主要是处于

NVC 高端的控制者利用内需市场吸引力“虹吸”国际上先进的高级生产要素，如利用世界经济危

机的机遇吸收国外优秀人才到中国工作，或者直接到海外收购研发型企业为我服务，形成全球要

素为我所用的良性格局。①

第二，在中国企业从 GVC 走到 GIVC 的两个阶段中，第一个阶段的转型最为困难，任务也更

为艰巨。虽然我们一再论证基于内需才最有可能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但是当原来的

贴牌生产厂商试图转型为自主品牌商尤其是想成为国际品牌商时，除了需要巨额的广告费和渠

道建设费外，还会因为缺乏熟悉国际市场、缺少品牌营销的人才而搁浅，更会遭遇到原有处于发

包方的国际大买家( 即处于 GVC 高端的国际品牌商) 的强力封锁和围追堵截。因为此时原来的

“发包商—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关系己演变为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为了防止被后起者替代，实

力强大的国际发包商会发出令人可信的竞争威胁。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企业产业转型升级遇到

困难的主要的微观原因。
第三，从 GVC 走向 GIVC，是不是一定要分为两个阶段? 即 GVC—NVC，NVC—GIVC 这两个

过程是不是可以截然分开? 或者 NVC 和 GIVC 的形成，干脆可能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这

方面我们还缺少来自实践的案例研究和佐证。因此下一步的研究任务是要进行实证研究。

三、中国参与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取向

一系列明显的证据表明，中国目前仍然纠结于第一波的出口导向的全球化进程，还在“扩内

需、稳外需”的平衡中苦苦挣扎，并没有做好迎接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的准备，而且适应新一轮

的全球化的能力显得明显不足。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可能引起争论的问题。
撇开决定综合竞争力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等诸多方面不论，如必须拥有一套“与时俱进”的

外交理念，以及文化上必须拥有自觉、自信和自主的、处于强势地位的价值观( 裴敏欣，2012) ，仅

就经济方面来说，中国要形成参与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力，最起码必须拥有一个适应第二波

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全球化理念与为其服务的战略和政策; 必须拥有强有力的处于创新价值链高

端地位的跨国公司; 必须拥有一大批具有高度国际化视野的高端人力资本。用这三个方面的标

准来衡量，中国适应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能力显得明显不足。
首先，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适应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新全球化理念与为其服务

的战略和政策。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理念是“出口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理

念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为建立经济强国地位而残酷竞争的市场和战场，以国家

整体实现出口规模最大化为最高目标取向，视低价格为国家竞争力主要来源。在这一理念指导

下的全球化战略，避开了中国本土企业与跨国企业在技术上的差距，既有效地利用了国际市场和

75

① 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报告指出，随着美国企业纷纷扩大其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研发实验室，美国正在迅速丧失高科

技工作岗位。在截至 2009 年底的 6 年中，美国跨国公司新增的研发人员中约 85%都工作在海外。虽然美国公司一般而言

不会关闭设在本国的实验室，但他们会把实验室扩展重点放在海外。海外员工在美国企业研发队伍中的占比已经从 2004
的 16%提高到 2009 年的约 27% ( http: / / cn． wsj． com /gb /20120119 /atc072217． as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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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过剩的生产要素，也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西方提供的“技术和管理技能外溢效应”。但是现

在这一战略已经无法保证中国在下一轮国际竞争中与世界的平衡，因而可能无法获得属于自己

的利益。由于西方国家提供市场的能力日益衰退，现有国际市场秩序已经无法容纳像中国这样

一位超级过剩产能的提供者，而且，由于西方今后将会陷入较长期的经济衰退，对高级生产要素

的利用能力也在不断地降低。因此中国若不扩大自己的国内需求，为新一轮的全球化提供市场，

不仅全球化不可能持续，而且中国也不可能抓住机遇加速发展自己，就会失去从全球化中得到巨

大利益的机会。因此，中国实施新一轮的全球化战略，最需要的是比第一轮全球化更加开阔的国

际视野和更加开放的眼光，并以此指导自己制订独立的全球化政策措施。
其次，根据以往国际的经验，一个国家要在世界经济中富有竞争力，必须拥有强有力的处于

创新价值链高端地位的跨国公司，尤其是民营性质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角，

也是全球化的国际规则制定者。目前中国虽然有许多国有企业经过重组后进入了世界 500 强名

单，但是并不能有效地改善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被动地位，中国最缺乏还是大型民营跨国公司。由

各种国有性质的企业进行跨国经营或出面进行收购兼并时，不仅会受制于自身“软预算约束”的

通病而缺少效率，而且更容易被西方国家的反垄断法制裁，甚至会因此而挑起西方民众对中国的

敌视。过去中国并没有因为缺乏自己的民营跨国公司而错过第一波全球化的机遇。因为，中国

在上次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其利益与西方国家更多具有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中国扮演的是一个

“世界操作工”角色，从事的是低端制造业外包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作业，而全球价值链高端的研

发和设计、市场营销和品牌网络等，都由美欧日本的跨国公司扮演，中国是替国际跨国公司打工，

因此所从事的产业与西方具有互补性。在第二波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将与西方争夺高级生产要

素，将与西方争夺创新中心地位，将在某些价值链的高端成为替代者，因此一定会遇到现有垄断

者的抵制和抗衡。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是实力说了算，如果中国缺乏可以参与游戏的民营跨国

企业，就不可能真正抓住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崛起所带来的黄金机遇。
最后，一个能驾驭经济全球化的大国，必须拥有大批具有全球视野的高端人才。目前，中国

一般的人才并不缺乏，真正最缺的是能够带领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领军水平人才。这种高端的

领军人物，是指那种他们的创业能够影响世界产业格局的人才。今后的中国东部地区尤其是大

城市，如果按照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定位的要求，在未来若干年中建设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之

一、建成为全球高端人才的聚集区之一、建成世界前沿技术研发和先进标准创制的引领区、成为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技术产业的辐射区，那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定位，我们就必须从现在开始，

抓紧制订各类聚集培育高端领军人才的政策，聚集由战略科学家和高端领军科技创业人才领衔

的研发团队和创业团队，建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学研究所和科技研发中心，聚集由高端领军

科技创业投资家和科技中介人才领衔的创业服务团队。语言障碍是阻碍中国具有国际视野的高

端人才成长的原因之一。但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科技和教育环境使中国没有能力培

养足够的、在各种领域里能“拿得出去”的高端人才。作为“补缺”的重要手段，吸引海外留学的

华人回归，是中国高级人才市场化、国际化的重要载体。“海归”们大部分在国外的著名学府获得

博士、硕士学位，他们既有国外科技前沿的实践经验，又有对市场经济和现代管理的深刻理解; 有

一些“海归”既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又有与国外专家和公司业务的广泛联系，他们将

是参与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力量。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提出提升中国参与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竞争力的政策取向，主要是与

上述问题对应的三个方面。
第一，形成一个适应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全球化理念和为其服务的战略和政策，其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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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关键的政策目标是要搭建中国扩大内需的经济平台，并以此吸引全球高级要素。这个平台主

要有: ( 1) 制造业平台。强大的制造业是现代科技的受体和载体。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将需要

进一步发挥现代制造业的增长功能。中国构建现代制造业平台将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先锋和主

体力量。( 2) 城市化平台。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的前期主要是投资驱动。一旦完成了基础设施

的基本投资，城市化扩大内需的功能将转化为消费拉动。中国现在仍然有一半的人口需要城市

化，因此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有利于扩大以消费需求主导的内需市场。( 3 )“五外”平台。主要

指吸收全球高级要的“外贸、外资、外经、外智、外包”平台。( 4) 生产性服务平台。生产性服务业

作为把高级技术、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引进商品生产过程的“飞轮”，是决定现代产业国际竞争力

的主要投入因素。中国建设金融、商务、物流、设计、技术服务等在内的各类生产性服务业，将直

接吸收国内外高级要素。( 5) 居民消费平台。这是基于最终需求吸收国外高级要素的最重要的

平台。中国巨大的消费规模加上由此直接和间接引发的国内需求，将成为吸收全球先进要素的

主要动力。
第二，为了构建强有力的处于创新价值链高端地位的跨国公司，尤其是民营性质的跨国公

司，最为关键的是要鼓励民营企业进入行为，主要是通过收购兼并行为形成资产集中和集聚态

势。一是要打破国有企业在行业上的垄断性，对外资、国资和民资实施统一的国民待遇，放手让

民营经济进入竞争性行业; 二是要鼓励民营企业在国内市场进行兼并重组，使其形成具有一定市

场控制力的巨型企业，以便为国内市场的充分开放做好准备; 三是要鼓励民营企业联合“走出

去”，尤其是要鼓励民营企业利用西方目前的经济危机时机，联合收购其拥有技术、人才、品牌和

渠道的企业，同时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实现产权融合和资产重组。
第三，为了拥有一大批具有高度国际化视野的高端人力资本，最为关键的是利用、引进和培

养相结合。其中，利用是指可以利用西方各国经济不景气的机遇，通过收购它们的企业尤其是原

本有实力的上市公司，除了把它们的资产盘活外，主要是把它们的人才尤其是高级的紧缺人才资

源运用起来，让他们为中国市场的发展或中国企业开拓全球市场进行研发和设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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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ng Globalized Economy on Domestic Demand: A Strategy for China to Share the Dividend
from the Second Wave of Globalization
LIU Zhi-biao

The first wave of globalization in China may be essentially understood as“making full use
of market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of downscale production factors”，and the dividend from this
wave turns to be an overdraft． To involve itself in the second wave of globalization，China needs
further globalize its economy through domestic demand． The core of the second wave of globaliza-
tion can be summarized as“making best use of domestic markets and high-end agents of produc-
tion ( innovation in especial) ”． To be engaged in the second wave of globalization means to keep
China and the world in a new balance，to prevent world economy from a further slip down and to
keep China away from a surplus of production capacity． Moreover，it brings forth opportunities
for China to take advantage of those high-end agents of production during the world economy cri-
ses so as to develop an innovative economy in China．

A Study on Convergence of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under the Principle of Independent In-
novation
LI Wen-xiu，XIA Jie-chang

In view of technological changes，the convergence of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may be re-
alized in way of embedding，intersecting and binding． It happens in three aspects: information
technology，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division and specialization as well，which in turn are to
promote the convergence of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The approach to the convergence of man-
ufacturing and services lies in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rough independent innovation，an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R＆D collaboration in the field of
key technology through universal innovation．

Convergence of Security Regulations in Contemporary Asian Countries and Regions: A Revela-
tion to China’s Reform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
FAN Jian，WANG Tong-ping

As the reg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security markets being strengthened，the conver-
gence of security market regulations in Asian countries and regions begins to take shape． China’s
security market is undergoing a special phase of emerging and transitioning，which makes it nec-
essary for us to give close attention to the most recent trend of such regulations in the areas con-
cerne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ort out these trends，with a focus on the three main issues China
is now facing in regulating its security market: the definition of security，the reform of regulation
system，and innovative methods of regulation． The analysis of these trends sheds a light on the
security market regulation for China．

Confucian Scholars and Their Social Activitie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WU Li-song

The appearance of Confucianism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Han Dynasty may be ascrib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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